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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介绍了 1911 年俄国远东地区当局以 “防疫需要”为名大规模驱逐华侨和限制中国

人入境等排华事件的主要过程，分析了这一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认为当时华侨在俄远东地区的广

泛存在，引发了俄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在政治、国防方面的担忧和恐慌，便以 “防疫”为名，以

“排华”为实制造了这一标志着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俄国境内排华活动达到高潮的事件。在此次事

件中，中国政府努力对难民进行了安置，并进行外交交涉，但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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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Prevention or Sinophobe?
——— A Study of the Large-scale Deportation of Chinese

from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1911
GUAN Shu-he YANG Cui-hong

( School of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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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 plague broke out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11，thousands of Chinese were
expelled from the Russian Far East on the pretext of stopping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Based
on the documents collected locally，the authors make efforts to uncover what actually happened
during this event．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xenophobic hysteria was stirred up by racist
Russian politicians who saw the increasing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 a
threat of the Yellow Peril and hence beat up the drum for deporting the Chinese．

1911 年春，正值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以东三省为中心的肺鼠疫大流行之际，毗邻的俄国远东
地区以 “防疫”为名，粗暴驱赶数万华侨回中国境内。对于这一近代华侨赴俄乃至出国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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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件，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与研究。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与 “防疫”的关系到底
如何以及中国方面如何应对? 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人开始奔赴俄国 ( 主要是其远东地区) 谋生，至 20 世纪初渐成

规模，成为继东南亚、南北美洲之后华工出国的又一热点地区。但与之相伴，俄国国内以 “黄
祸论”为中心排斥华侨的舆论也步步高涨，并演化成日益激烈的排华政策，乃至酿成多次排华
事件及运动。对于此点，中俄学者已有较多概括性论述，但对于各个时期俄国的排华政策如何演
变，历次排华事件、运动具体情况怎样等问题则鲜见专门的研究。［1］本文主要利用东北的地方档
案等资料，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考察 1911 年俄国远东地区大规模驱逐华侨事件，希
望能够成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研究个案或例证。

一、驱逐华侨事件之发生

1910 年秋冬之交，在距满洲里 130 里的俄境大乌拉站 ( Dawoolya) 发生肺鼠疫。鼠疫很快
就穿越国境线传入满洲里并于 10 月 25 日爆发。［2］其后，疫情沿铁路等交通线路在中国境内迅速
蔓延，扩散至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大部分地区，并波及关内的京津、河北、山东等地区。时
人形容其 “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3］。短短数月内，夺去 6 万余生命，不仅国内震动，在
国际上也是一件 “议论纷纷”的大事。［4］

在国际社会中，以日俄两国对此次鼠疫最为 “热心”，其中俄国的态度尤为积极。满洲里是
中国境内疫情最先爆发的地方，当地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俄国人控制的满洲里车站。该地疫情甫
经发现，俄国当局即在满洲里车站采取挨家查验、集中圈验中国人等方法严行防疫。疫情蔓延开
后，俄国方面又相继在东清铁路沿线及俄国境内积极防疫。总体来看，俄国的防疫次序基本上分
三个层次: 第一，防范疫情传染于俄境; 第二，消灭东清铁路界内的疫情; 第三，趁机攫取在黑

龙江、吉林等地的防疫主导权。［5］

在俄国的防疫活动中，特别注重对中国人入境的检验和控制。满洲里疫情爆发后，俄方即在
该站及东清铁路西段之海拉尔、扎兰屯等站设立检验所，所有进入俄境的中国人须留验五日，无
疫病之后才予放行。［6］疫情向各地蔓延后，俄方又在东清铁路南段、东段之哈尔滨、长春、穆
棱、五站等站设验疫所，所有乘车及进入俄境之中国人须验明无病后方准乘车。此外，铁路当局
还规定: 华工不准通过东清铁路进入滨海省，欲入后贝加尔则须在满洲里留验五日; 乌苏里铁路

在瘟疫扑灭前也禁止华工乘车进入滨海省; 华商在留验五日无病后须呈验护照才能买票进入俄

境。［7］至 1911 年 2 月 6 日，西伯利亚总督通过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照会称: 为防范瘟疫传入，禁
止华工进入阿穆尔省; 除头等舱外，不准中国人由瘟疫流行地经海路进入阿穆尔省; 在阿穆尔境

内坡洛塔洼等六处设立检验所，所有经过之华商必须留验五日无病后始可放行。2 月 10 日，阿
穆尔省卫生会长又根据西伯利亚总督的指令宣布: 阿穆尔省边界与中国应即隔断交通以防传染;

华俄人等道经阿穆尔江 ( 黑龙江) 只准由布拉果威臣斯克城 ( 即黑河城) 所设之卡通过，由华

岸过江来俄之人必须在检验所查验至少五日; 如有不受检验及私自偷过、绕越、避匿，或独自或
带人牵引牲畜或载运应消毒物件未经检验而私往无疫地方者，应削除一切权利并科以死刑。另
外，驻卡守军如遇下列情况者可以开枪射击: ( 1 ) 潜逃、经两次威吓仍不停止者; ( 2 ) 检验所
里反抗者; ( 3 ) 断交通处私自偷过经威吓两次仍不停止者。［8］

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抗生素发现以前，肺鼠疫基本上不可救治，当
时阻止疫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隔断交通、进行严格检疫和消毒。从这一意义上看，俄方对来自
疫区的入境中国人进行检疫应该是一种正常的防疫行为。但我们注意到，在控制中国人 ( 特别
是华工) 入境问题上，远东地区的滨海、阿穆尔等地推行的政策显然远较他处更为严厉。尤其
是 1911 年 2 月之后，这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大规模驱逐中国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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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2 月初，俄国驻华公使转告清政府外务部，称因防疫需要，拟将海滨省等处无业华
民遣送回中国，且所有费用应由中方承担。随后，在未知会中方的情况下，俄方先在伯力 ( 哈
巴罗夫斯克) 拘捕五百中国人送至海参崴 ( 符拉迪沃斯托克) 准备强制遣送回华，又在中国人

聚集的海参崴、庙街 ( 尼古拉耶夫斯克) 等地大批拘捕中国人、强制驱赶中国人回国。［9］一时间
海参崴、黑龙江、吉林等地电报频传，纷纷报告中国人被强行拘押或驱逐的情况。
因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的关系，海参崴是当时中国人赴俄的集散之地，亦是居留人数最多

的城市，故在此次驱逐中国人的风潮中首当其冲。根据当时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报告，1911
年俄历 3 月间，俄国海滨省总督亲自来崴，专为发布驱逐中国人的命令，并具体部署了三次查拿
中国人的活动。按照该总督最初的命令，拘拿的对象主要是 “凡华侨无正业、无身票，及匪类
不安分者”。但在该市第一次查拿中，由警兵沿街搜捕，大部分被拘者都有正业，“如华商柜伙，
或外出送货，或办事，以及工人等”。第二次查拿，由警兵未经通告突然包围市场，所有中国人
小贩、挑夫、佣役，无论有无身份票，一概逐拿。即使有身份票可以证明，往往也被索去不予归
还，甚至当场扯碎。第三次查拿，由警兵包围中国人聚集的房屋、院落，无论有无职业、家属，
一并搜查拘押。三次查拿，共拘捕中国人三千余人，全部押送到仅能容纳一千多人的 “业尔马克
号”轮船上，以致多人或因被踩踏、或患病死去。对于这种不顾人道与国际法、不管中国人死
活的行为，即使当地的俄国居民，也多有为之鸣不平的。［10］

日本 《朝日新闻》也详细报道了海参崴驱逐中国人的情况，且语多同情。该报援引旅居海
参崴的日本目击者的话称，有大批中国人被押往码头，“先将五六人之辫联结之，分别数团，由
俄兵诩之，令陆续步行。俄兵稍有不满意之处，则立将所携枪械肆意殴打。其余种种刻虐，见者
心恻。”［11］

在中国境内，最先传来报告的是黑龙江省。1911 年 2 月下旬，与俄国一江之隔的爱珲道先
后数次电告黑龙江巡抚，称对面俄国境内以防疫的名义，定于 2 月 26 日禁止中国人过江去俄;
同时在俄境内对中国人除了商铺只能留 5 人看守外，其余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一概驱逐，并禁止
向俄境运输货物，该报告还估计，仅在爱珲一地，流落的被逐中国人就有两三万人之多。随后，
黑河知府也电告省城，称对岸的俄境 “实行驱逐华人过江，日以千计”。［12］几乎同时，兴东道也
呈报称，江对岸的俄境内卢滨金厂将该厂大批华工驱逐出境，其余在俄屯佣中国人也一律被撵回

中国境内，以致 “沿江上下，游民麇集”［13］。根据黑龙江省的调查统计，不包括满库两地在内，
旬日之间流落该省的被逐中国人已达 6000 余人，其中爱珲城及七十六屯有 3000 余人、黑河有
1600 余人，且由俄境渡江而来者尚日多一日。［14］

随后，吉林省也接到相关的报告。东宁厅呈报，在 2 月 25、26 两日，突然有大批中国人由
俄境被驱赶回东宁境内，“且多步行由山径小道窜来者”，一时伙房、旅店不敷招待。据这些逃
回的中国人讲述，俄国当局新颁布法令，将该地华商分为三等，一等商铺只准留下 5 人，二等只
准留下 3 人，三等只准留下 1 人，其余小店伙房以及无业华民概被全体驱逐出境。法令刚一公布
时，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情，俄国当局即开始派军队四处抓人，数日内即有千余人被拘押，并且

不许回家取衣服、行李，随后用车送至港口，分装在四艘船内准备遣送回国，其他中国人闻讯后
纷纷四散奔逃回中国境内。［15］

大批中国人仓促间被逐，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爱珲，“溺死黑龙江逾三百余人，渡江无
食者万余人，哭声震野。”［16］在东宁， “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困苦状态，深为可悯。”［17］爱珲、
黑河、东宁等地因偏处边疆，大多设置未久、人口不多，［18］且连年灾欠，无论政府还是民间财力
都十分有限，此时骤添数万饥民，一时措手不及，难以应付。［19］而当时东三省正在组织大规模的
防疫，各地断绝交通，节节留验，大批被逐华侨的突然涌入，对当地来说无疑都是火上浇油、雪
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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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疫”还是 “排华”?

近代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普遍 “污秽”、“不卫生”，并且不相信西方的医学，是各
种疾病和瘟疫滋生和传播的温床。俄国人当时大抵也抱有同样的观念，在 19 世纪末俄国远东地
区组织防疫活动时，中国人往往都是重点防范的对象。［20］当 1910 年肺鼠疫蔓延后，无论是在满
洲里、哈尔滨，还是在东清铁路区内，俄国当局对中国人都格外地 “另眼看待”。在满洲里，俄
国人将该站绝大部分中国人圈禁在瓦罐车内检验，还将无业中国人千余人用火车送到长春、双城
等地。在哈尔滨，兵警严守俄国人居住区，严禁中国人随便出入; 东清铁路将中国人雇工全数辞
退; 租界内公立小学不允许华童入校上课; 各工厂皆令华工一律放假。［21］远东地区此次以 “防
疫”为名驱逐中国人，表面上看似乎也符合这种逻辑。
不过，既然是 “防疫”需要，到 1911 年 2 月下旬时，肺鼠疫疫情不但没有向俄境扩散，在

中国境内也已基本得到控制，完全扑灭已是指日可待，东清铁路对中国人的各种限制也因此有所

放松。［22］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远东地区不是放松对华侨的控制，反而突然采取大规模的驱逐中国
人活动，明显有悖常理。再者，如上文所述，该地区从防疫开始在对待中国人入境问题上就远较
他处更为严厉。若仅以防疫需要为名，显然不能令人信服。那么俄国远东地区当局真正的动机何
在呢? 在此有必要对近代以来中国人赴俄及俄方的相关政策作一简单回顾。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人开始进入俄国谋生，至 20 世纪初已渐成规模。大致说来，中

国人赴俄有两条线路: 一是陆路，内地人民出山海关进入东三省，然后转入俄境; 一是海路，由

烟台、青岛、天津等港口乘船至海参崴，一部分留下后，其余转入其他各地。在 1910 年鼠疫爆
发之前，中国人赴俄无论从海路还是陆路都非常活跃。在满洲里、黑河等地，地方政府报告称
“来往俄境工人，至为繁伙”［24］，“华人向在俄界作工者，实繁有徒。”［24］海路方面，根据海参崴
俄国报纸的报道，仅在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到崴华工就有四千余
名。［25］

中国人赴俄后，大部分都散居在远东地区，尤以阿穆尔、海滨两省为最多。［26］光绪三十三
年，时任中国驻海参崴商务专员的桂芳估计，海参崴华侨常年有三四万人，其他在伯力、双城
子、庙上源、渠河驲、马口、库页岛、黑河等七处， “多至数千，少亦数百。”［27］1911 年，新任
阿穆尔总督管达替①实地调查，认为当时阿穆尔有中国人 6. 5 万人、海滨省有中国人 6. 9 万
人。［28］另据俄国驻烟台领事馆提供的数据，自 1906—1910 年的 5 年间，赴俄远东地区的华侨总
数为155，078人。［29］从人数上看，俄国远东地区华侨数量已仅次于东南亚和南北美地区。
中国人赴俄后，除小部分从事商业外，大多数从事农业、伐木、建筑、佣工、修路和采矿等

体力劳动，其中作矿工者又十居八九。［30］同俄国人相比，他们工资低、易管理、劳动效率高，且
少有酗酒等不良嗜好，尤其是坚忍耐劳，“非俄工所能企及”，因而较受俄国工商各界欢迎。［31］然
而，正是这种竞争上的优势和不断增加的人数，使俄国政府和社会的担忧与日俱增，一部分势力

甚至将其视为俄罗斯民族、国防、经济等方面 “高度危险的根源”［32］，其中最极端的看法莫过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风行一时的 “黄祸论”。其代表性人物———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俄国远东对
日作战部队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在其 《俄中问题》一书中曾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们的远东边
疆在中国化，俄罗斯在亚洲大陆的处境如此令人担忧，俄罗斯不得不等待着中国将整个阿穆尔沿

岸地区从俄国手中夺走，并且将俄国赶到贝加尔湖以西。”［33］曾长期担任俄国滨海省驻军司令、
阿穆尔总督的翁特尔别格也在 《阿穆尔边区，1906—1910》一书中毫不掩饰地称: “黄种人问题
是我们在远东的最大问题之一，它的解决就当时的情况而论是刻不容缓的”，“为了巩固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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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边疆的地位，我们必须坚决地、尽一切可能迅速地和完全地使俄国人在边疆定居下来，并据
此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在经济上从黄种人手里解放出来。”［34］

在这种论调的影响下，自 19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在俄国政府制定对华侨华工的政策时，限
制与排挤逐步成为主轴，且日趋严苛。如俄国当局 1886 年颁布法令，取消了外国人在边疆地区
的定居权，1892 年又禁止外国人在阿穆尔和滨海获得土地的权利，1906 年在海参崴等地开始严
查中国人护照，若无护照即以匪类解送回中国。如在烟台一地，俄国解送之中国人，几乎每月都
有，以致关押的地方人满为患。［35］1910 年 6 月，俄国政府颁布了在远东地区的国家工程和企业中
禁止使用外国劳动力的法令，并于 19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无独有偶，1910 年末至 1911 年初，俄国政府又集中调换了远东各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其

中新任阿穆尔总督管达替向来 “疾视华人”［36］，新任东海滨总督曾任俄移民局股长，对中国人一
向态度强硬; 新任海参崴行政长官马那金驻华多年，对中国人也 “多具恶感”，该埠警察总办列
鼎格对华人也是 “直是仇视，倍极残酷，惨无人理。”［37］管达替上任之初还亲自到阿穆尔沿边各
地实地考察，并上书俄国政府，认为阿穆尔地区在经济、国防方面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其中特别
指出，远东地区中国人众多，“皆以开矿、耕地或小本营业及私贩货物为生活，更有迫不得已流
为贼匪 ，贻害地方。且俄人移入该省较之华人日少，倘一朝遇有事变，将何以待之。”据称这些
意见 “深蒙俄政府嘉许”。［38］

可以看出，在此次肺鼠疫爆发前夕，俄国远东地区对华工的限制及排挤已达到数十年来的高

潮阶段。而集中调来 “反华”或者对中国人不友好的官员，也应该与更有效推行这些政策、甚
至酝酿更为严厉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在东三省肺鼠疫爆发后，俄国远东地区推行禁
止华工入境、大规模驱逐华工回国的做法，表面看来似在防疫，其真实意图却是以排斥中国人为
主要目的。
其实，当时国内对于此点也有着清楚的认识，黑吉两省的地方官员们就直称其 “藉防疫为

名”，“凭藉虚威，假名防疫以肆其排斥手段”。［39］上海出版的 《民立报》更是一针见血地评论
说:

究其所以被逐者，名虽防疫流染，华民居处污秽，足碍卫生，不得不令出境以保彼人生命。
实则俄国远东劳动社会以生计上之关系对于华民久生恶感，今幸有机可乘，遂不惜下此毒手，一

面用火延烧，一面派兵驱逐。［40］

正是以排华为目的，当 1911 年 4 月中旬东三省鼠疫疫情基本平息后，远东地区的排华活动
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升级。在海参崴，行政当局在俄人商会的协助下，在全面排挤华工基础
上，开始连同华商也一并打击: 如在警署内成立清查华仆局，专为取缔俄人所用之中国人; 所有

( 俄商) 雇佣之华伙，均勒令减少; 禁止华人从事渔猎、农佃、砖窑、车脚、操驾、篷船等行
业; 对华商加重捐税，提高费用，严查严办。［41］在阿穆尔地区，当局又先后颁布两条命令: 其
一，该地区中国人必须购买居留票，若不购买或已过期不准居留，并且中国人不得租用 “境内
房屋寓所”用于营业，不得租用 “哥萨克地、教堂公私地并官有地”。如有违反者，“应按地方
法律罚金三千卢布，或监禁三个月”; 其二制定 “中国沿边居民过界暂行章程”，单方面违背了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规定的 “边境百里不纳税”原则，规定中国边民执照需过界，过境时要
缴纳 75 戈比税款。［42］

三、中国方面的应对

当俄国远东当局藉 “防疫”之名不断提高对中国人入境的限制时，中国方面也正积极采取
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至俄境以免招致俄国的干涉，对于俄方的要求基本上是尽力配合。宣统二年十
一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分别电令吉林东北路兵备道、黑龙江爱珲道，禁止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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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前往俄境。［43］宣统三年正月，东三省总督会商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安排遣返滞留东三省之
苦力经烟台、龙口等地登陆返回; 同时，设法阻止山东等地人民出关。［44］

1911 年初，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宣称拟将东海滨无业华民遣送回华时，外务
部电告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要求届时相机照料。当俄方在海参崴大肆查拿、凌辱中国人时，海参
崴总领事馆相继与海参崴警察总办、海参崴行政长官及东海滨总督交涉，但俄方或推诿敷衍，或
以本国内政，“不关商务”、不容干预，或干脆不做答复，“揆其仇视华侨之心，难免此后不无复
行虐待之处。”［45］不过，经过总领事馆奋力争持，俄方对被拘拿中国人分别查验，其中有六百余
人因查明实系商人而被释放。此外，该馆还会同海参崴的中国人商会，向业尔马克号轮船上被关
押的中国人提供食物，随时前往照料。在各方的努力下，俄方将被拘中国人分别安置在几艘比业
尔马克号更大的轮船上运送回国。［46］

除了在海参崴经轮船遣送回的数千人外，与俄境一江之隔的黑、吉两省各地方还有回国难民
数万人，尤其是爱珲一地流落最多，如何妥善安置成为当务之急。排华事件发生后，东三省总督
锡良及黑龙江巡抚周树谟当即电令各地方设法救济、安插侨民。其中爱珲道向税局及广信分公司
挪借款项、购买粮食等设法救济难民; 同时还拟定了以工代赈的办法，计划于漠河金厂拨三千
人、库玛河金厂拨一千人、观音岭金厂拨二千人、黑河等处每处拨三百人，分途开采金矿。又于
兴东、爱珲各边卡招募回国中国人，每卡添足百名。此外还挑选壮丁，并预备牲口、种子等，派
员督率垦荒。［47］此外，从回国侨民中挑选青壮者修筑道路三条: 一路从黑河到兴东、一路从黑河
到库玛尔河、一路从库玛尔河至漠河。讷河厅将属地分作四段，分段接济侨民及流民。每人早上
给面一斛、铜元二枚，晚上给米十两、铜元四枚以付住店费用。［48］嫩江府方面则在府城门处设棚
收纳侨民，每人每日分发二升米、五百钱，并向内地遣散。［49］

流落吉林的侨民主要集中在东宁一地，且以劳动阶层为主，地方政府除了将其中一部分安排

到屯垦公司、职业介绍所、木柈厂等处从业外，还召集当地商会集议，劝导各商户出资，采用以
工代赈的办法，各自认领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修筑各商铺门前的街道，并挖沟植树，“颇具马路形
式”，不足部分则由政府筹款资助。据称各商人 “踊跃从事”，该地的街道面貌也焕然一新，可
以说是一举多得。［50］

在赴俄中国人中，向来以山东人民占大多数，此次排华事件发生后，山东烟台等地官员也致

电黑、吉两省请求设法保护，同时也禁止华工出洋。［51］

四、余 论

如上所述，对于 1911 年在俄国远东地区发生排华事件，俄方虽以 “防疫需要”为名，实际
上则以驱逐中国人、限制中国人入境为主要目的，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俄国
境内的排华活动达到高潮。此次事件之后，该地区的华侨人口数量一度锐减。以海参崴为例，时
人描述: “华侨向以此为据点，今更苛政迭颁，冤苦无可告愬，华人房产价值百者今仅一、二，
无非以人头税、货税、地税重重束缚，今去而之他。于是华侨之存者，遂与房产价值同一比例
矣。”［52］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因急需劳动力到华四处招工，这种情况才暂时
有所改观。
中国人大批奔赴俄国远东地区谋生，固然与国内人口过多、生存压力过重有关，但自 19 世

纪 60 年代以来俄国在开发这一地区的过程中急需劳动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中国人赴俄
后，除了小部分经商外，大多数从事农业、伐木、建筑、佣工、修路和采矿等体力劳动。他们早
出晚归、辛勤劳作，在事实上已成为这一地区开发与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53］故此，在此次排
华事件中，俄国政商各界即有不少反对的意见，如陆军大臣楚霍穆利罗甫去远东视察时，发现因

禁用华工明显影响了军事工程修建的进度，为此他面见阿穆尔总督管达替公开表示不满。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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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府工程与各地开发亟需，俄国工程承包巨商苏倭罗甫特别向管达替申请来华招工 1500 名，
管达替无奈只得批令暂招 500 名。换言之，大规模华工赴俄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俄国内部
分政治势力却将其过度政治化，并以暴力手段进行排斥、驱逐，“嫉之如蛇蝎，贱之如牛马，有
事则任意招呼，一从其便，无事则藉口驱逐。”［54］其实不但此次事件，近代以来俄国发生的排华
活动，大抵都是如此。
在此次事件中，黑、吉两省地方政府尽力安置回国华侨，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也四处奔

走、据理力争，其表现虽然差强人意，但总体而言，俄国一向遵循实力外交，恃强而为，因国力
相差悬殊，中国方面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和手段，注定交涉成效不彰，形成进退失据、任人宰制
的局面。正如时任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的桂芳所言: “而彼族外肆强权，内施密计，争议则未见
明文，顺复则日趋穷蹙。”［55］这种情形，大体上也是近代中俄外交关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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